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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軍在前進》──

回應「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

⊙ 劉小莉

 

在中外文學史上，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的《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

Red Army Marches, 1934)是第一部以中國蘇維埃運動和中國紅軍為物件的文學作品。筆者

認為，這部作品的紅色革命主題的形成，與同一時期「左聯」的創作方針密不可分。以下從

「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與史沫特萊蘇區作品的材料來源兩個方面，考察「左

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觀念對史沫特萊創作《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產生的影響。

一 「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

從「左聯」成立到1931年11月，是「左聯」的前期階段1。茅盾、馮雪峰等「左聯」共產黨領

導人，都曾在這個時期呼喚以蘇維埃運動和紅軍為表現物件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出

現。1931年11月，茅盾以施華洛的筆名2，在《文學導報》發表了〈中國蘇維埃革命與普羅文

學之建設〉一文。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召喚：

我們數十萬革命工農及其先鋒紅軍曾經怎樣用他們的熱血衝散了國民黨白色軍隊的槍林

彈雨，在贛南，在鄂北，在豫皖鄂交界，在敵人的屍骸上高舉起我們蘇維埃的大旗來！

這一切，這一切，都是我們對於全世界無產階級──快要到來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

有價值的貢獻！這一切，這一切，都一定要在我們作家的筆下表現出來……3

與此同時，由馮雪峰起草、由「左聯」執委會通過的「左聯」前期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文學的新任務〉一文，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歸納為六項，其中有兩項涉及蘇維

埃運動：

二、在文學的領域內，加緊反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政權；反對軍閥混戰，

特別是進攻蘇維埃紅軍的戰爭；

三、在文學領域內，宣傳蘇維埃革命以及煽動與組織為蘇維埃政權的一切鬥爭4。

以茅盾和馮雪峰等共產黨員批評家、作家為首的「左聯」領導人的上述決定，是有其特定政

治背景的。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由茅盾、馮雪

峰首先宣導，「左聯」在這個時期向全體作家發出創作蘇維埃運動和紅軍題材作品的號召，

實際上就是代表整個左翼文藝界向這次大會表態5。根據當代歷史學家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



命關係史的成果，1927年以後，共產國際（Comintern）並不瞭解在中國大城市沒有建立蘇維

埃的可能，而在中國農村則存在著建立蘇維埃的廣闊前景。共產國際對中國形勢的錯誤估

計，先後導致了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的失敗、1930年7月間紅軍進攻南昌、廣州、長沙、會攻

武漢等軍事行動的失敗。在此期間，1929年夏發生了中東路事件6。

共產國際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要求中國共產黨迅速行動起來武裝保衛蘇聯、加強軍事活

動、擴大遊擊戰爭、以高漲的革命形勢來牽制反動統治階級的反蘇行動。上述要求，助長了

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推行的一整套冒險計劃，即：以武漢為中心，組織全國中

心城市武裝起義，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7。1931年2月，共產國際為了確保其方針政策

在中國的貫徹執行，由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扶植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王明進入中共中

央。王明通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台後，一方面迷信共產國際的決議、史達林的指示，把它

們神聖化；另一方面機械照搬照抄蘇聯共產黨的經驗，把它絕對化8。

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中所犯的錯誤不但沒有得到糾正，蘇聯模

式反而成為茅盾和馮雪峰所宣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效仿榜樣和衡量標準，進而引發

了他們對中國蘇維埃題材作品的高度焦慮。茅盾認為，蘇聯的十月革命和五年計劃的成功，

已經催生了《鐵流》、《毀滅》等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而中國自1925年「五卅運動」以來的

革命經驗和鬥爭精神、「中國蘇維埃革命偉大的前奏曲」也應該產生屬於它自己的時代的偉

大作家9。但是他不得不承認，「然而這樣的作品至今尚未產生」。因此，他在文章中反覆慨

歎：「我們的作家成為我們的『革命』的不肖子了！」10。馮雪峰在《決議》中將無產階級

革命文學在當時的主要任務概括為「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以及同時防止右

傾機會主義及左傾空談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以這個主要任務為標準來檢查「左聯」的工

作，他得出的結論是：它「一方面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中部分的歷史使命，然而另一方

面卻是顯然的落後，顯然的未能負起主要的積極的任務」11。因此可以預期，在共產國際的

領導下，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0年代前期所犯的「左」傾錯誤和「左聯」前期共產黨

領導對蘇聯的神聖化，勢必使這個時期出現的中國蘇維埃題材的文學作品，從選材、思想立

場、表達方式等方面，受到這些錯誤思潮的影響。

但是，由於當時以上海為中心的「左聯」作家缺乏蘇區生活的實際體驗，因此對他們來說，

從事上述題材的寫作是違背創作原則的。1931年4月，瞿秋白在看過茅盾的《子夜》前四章初

稿和後幾章大綱之後，建議他修改農民暴動和工人罷工的內容，加入描述紅軍和蘇區發展的

情節。但是茅盾最終沒有採納這個意見，因為他不願根據「耳食的材料」，寫成概念化的東

西12。1932年秋冬之間，馮雪峰、朱鏡我陪同從鄂豫皖蘇區到上海治傷的陳賡會見魯迅。陳

賡向魯迅詳談了紅軍反圍剿的情形，朱鏡我將相關的油印材料交給魯迅，馮雪峰則說明了希

望魯迅寫成一部超過綏拉菲靡維支的《鐵流》的想法13。眾所周知，由於缺乏紅軍和蘇區土

地革命的生活體驗，魯迅也沒有從事過這方面的創作。更為現實的情況是，國民黨政府在這

個時期的文化禁錮，不僅使得蘇區題材的作品難以面世，而且從事這類題材的創作，還會危

及相關人員的人身安全和組織機構的繼續存在。茅盾在晚年談及〈中國蘇維埃革命與普羅文

學之建設〉一文時也承認，在當時上海那種白色恐怖的環境中，要求作家從事蘇區土地革命

題材的創作，是「根本不能辦到」的14。

所以，為了響應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和王明時期中共中央的「革命高潮」號召，「左

聯」領導人在確保蘇區土地革命題材作品面世的前提下，也只能尋求變通途徑解決上述問



題。而史沫特萊則具備解決上述困難的主、客觀條件：第一，史沫特萊對「鬥爭哲學」的高

度認同15、她在柏林遭受婚姻和事業挫敗後希望在新的事業中振作起來的心理16，使她主觀上

願意、甚至渴望看到並且通過寫作表現中國底層民眾以暴力反抗壓迫的行動；第二，史沫特

萊來華初期為第三國際工作以及對中國現實缺乏深入瞭解17，使她一方面不可能以批判的態

度看待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另一方面則能夠接觸到來自第三國際和中共方

面的、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材料；第三，史沫特萊作為美國公民所享有的治外法權和在西

方出版作品的自由，為中國共產黨的海外宣傳創造了有利條件。根據以上幾點，我們有理由

認為，在獲取一定數量素材的前提下，史沫特萊很容易接受「左聯」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和

紅軍題材創作的主張與要求。

二 史沫特萊獲取紅區資訊的幾個途徑

從筆者收集的資料來看，史沫特萊獲取江西蘇維埃運動和紅軍資訊的途徑，遠不止她自己在

《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 of China, 1943)中所提到的三個方面18。首先，除過周建屏

以外19，在上海養傷期間向史沫特萊提供有關紅區資訊的，還有陳賡20。而這些紅軍將領與史

沫特萊的接觸，則受命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32年，奧托‧布勞恩受共產國際派遣來

華並結識史沫特萊。他在對華回憶錄中指出：

史沫特萊當時正在上海為她的《中國在戰鬥》一書搜集材料，中央委員會的書記們多次

為她安排與中央蘇區來的同志會面。她關於蘇區這幾年戰爭真相和情緒的報導，幾乎是

逐字逐句記錄下來的，她總是把這些報導讓我先看一看21。

由陳賡等人與魯迅會談的史實可以推知，周、陳二人的行為，與「左聯」前期中國共產黨對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設想和期待有著內在關聯。1928－1931年間，陳賡在上海中央特科工

作，而史沫特萊在為共產國際工作期間，就是通過中央特科同中國黨建立聯繫的。因此，她

很可能在來華不久就認識陳賡，而這一事實牽涉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秘密工作。《中國的

戰歌》於1943年面世，當時「皖南事變」已經爆發，抗日戰爭尚未取得勝利，而史沫特萊本

人一直希望再次返華，因此這部作品只在回憶1938年年底史沫特萊與陳賡在山西八路軍抗敵

前線重逢時，含混地稱，「幾年前他（陳賡）到上海治傷時，我們曾一起工作過」22，在關

於上海的回憶中，則隻字不提陳賡其人其事。相反，史沫特萊寫作《中國的戰歌》時，周建

屏和方志敏已經先後犧牲23，所以她不僅在書中提到他們的姓名，而且確切地道出了二人在

紅軍中的身份、職務。但是這樣一來，史沫特萊紅區題材的作品與「左聯」之間的內在關

聯，也被略去了。

出於類似原因被略去的，還有史沫特萊參與創辦《中國論壇》(China Forum, 1932-1934,

Shanghai)的經歷；這部分經歷也能夠為她提供有關江西蘇區的資料。以1932年1月27日第三

期《中國論壇》為例。這一期刊出的〈江西的生活、生計和防禦〉（"Life, Livelihood and

Defense in Kiangsi"）一文，是先於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而寫的一則宣傳

性通訊，文章介紹了蘇區的範圍、政權結構、選舉程式、經濟狀況、工農的生活和工作條

件、群眾組織、紅軍的人數、武器配備等，隨文附有華中武裝農民列隊前進的照片。文章在

介紹江西蘇維埃政府結構時指出，大量的富農與反革命分子曾混入基層組織中，不過在成立

大會召開之前，這些問題都已得到糾正，犯罪分子的破壞被終止，重建工作持續進行24。這



篇文章一方面證實，早在江西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前，蘇區的「肅反」活動就已經擴大化；另

一方面也表明，中共針對「肅反」擴大化的輿論宣傳活動在「左聯」前期已經開始，且對

「肅反」完全持肯定態度。〈武漢落入紅軍鐵圍〉("Wuhan at Centre of Iron Red Ring",

by Franklin Kwong)是為配合王明時期的「中心城市」路線而刊發的。文章傳達了紅軍「不

斷勝利」的消息，稱10萬紅軍正在圍攻武漢，他們所遇到的抵抗微乎其微，成千上萬的「國

軍」投降25。

三 懸疑：史沫特萊是否親自採訪過江西中央蘇區？

還有一個問題，即史沫特萊在寫作《中國紅軍在前進》之前，是否親自採訪過江西蘇區？

1978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學者一致同意，史沫特萊沒有到過江西蘇區；她關於江西蘇維埃運動

和紅軍題材的作品，其資料來自她在上海對周建屏、陳賡等紅軍將領的採訪。筆者認為，這

個觀點最早出自兩位美國史沫特萊傳記作者珍妮斯‧麥金農和斯蒂芬‧麥金農（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夫婦。1976年，麥金農夫婦在為《中國革命中的婦女》

(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1976)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提出，《中國

紅軍在前進》的第一手材料是由在上海養病的周建屏提供的26。1979－1981年，斯蒂芬‧麥

金農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邀請，帶領全家在中國住了兩年，從事國際新聞方向的研究

生培養工作，同時為撰寫史沫特萊傳記收集資料27。此間和此後，麥金農夫婦介紹史沫特萊

生平和創作的譯文，多次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刊物和會議論文集中28。正是通過這些途

徑，早在麥氏夫婦所撰寫的《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1988）一書問世之前，他們已經

在中國傳播了「史沫特萊未去過江西蘇區」、「《中國紅軍在前進》出自她在上海對周建屏

等人的採訪」等觀點，中國大陸的史沫特萊研究者也接受了他們的說法。

但是到目前為止，也有一些論者認為，史沫特萊實際採訪過江西蘇區。魯斯‧普拉斯（Ruth

Price）在《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的生平》（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2005）一書中

指出，1932年夏，史沫特萊與德國女友索尼婭‧庫欽斯基在牯嶺渡過。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

會(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為史沫特萊和索尼婭母子提供了住處。史沫特萊每天中午採

訪蘇區群眾和紅軍官兵29。普拉斯為這段論述所列的注釋表明，她的觀點，部分出自一部題

為《索尼婭報告》（Ruth Werner, Sonjas Rapport, Berlin: Verlag Neues Leben,

1977）的德文著作，部分出自1949年日本警方的兩份審訊記錄30。根據普拉斯的陳述，索尼

婭是柏林人，出生在一個顯赫的左派家庭，曾經為德國共產黨做過宣傳工作。無獨有偶，在

中國大陸學界，張黎於1993年發表的〈關於漢堡嘉夫人──對魯迅日記中一條注釋的補正〉

一文，也論及《索尼婭報告》一書。張文主要是對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14卷一處注釋提

出不同意見。張曾從一位德國校友處得到德文版《索尼婭報告》一書，其後就「瀛環書店女

老闆」問題，與該書作者魯特‧維爾納通過信。張黎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魯迅日記中的「漢

堡嘉夫人」，是《索尼婭報告》的作者魯特‧維爾納；「魯特‧維爾納」是這位作家的筆

名，其娘家姓庫欽斯基，是當代德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家尤爾根‧庫欽斯基的胞

妹31。2000年，張黎以《諜海憶舊》為題，將德文版的《索尼婭報告》譯為中文。根據魯

特‧維爾納的回憶，至遲在1932年5月下旬，史沫特萊已經到了牯嶺，7月下旬，她離開索尼

婭母子，獨自返回上海32。為她們安排這次行程的人是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33。在

回憶錄中，維爾納沒有明確交代史沫特萊是否採訪過紅軍，但是她引用了她本人在1932年7月



5日寫給父母的家信，現摘錄有關內容如下：

艾格尼斯和我每天下午都跑很長的路，欣賞揚子江河谷裏的美麗風光，欣賞湖北那聯綿

不斷的山巒，那裏有紅軍。站在這裏的山上便能理解他們的戰術，因為這裏也是荒山野

嶺，有著密佈的熱帶叢林。只要山上沒有道路，外來的軍隊是無法發現道路的，只有當

地的紅軍在當地農民幫助下才能找到道路34。

維爾納作為事件當事人，她的回憶錄表明，1932年夏天，史沫特萊最少在江西牯嶺一帶呆過2

個月左右的時間，而這段經歷，她從未在回憶錄《中國的戰歌》或者私人信件、談話中提

及。這究竟是為了保密還是有意回避？如果聯繫史沫特萊在1934年寫成《中國紅軍在前進》

的事實，我們完全可以將上引維爾納家信中的「站在這裏的山上便能理解他們的戰術」一

句，理解成史沫特萊以避暑為名，在牯嶺一帶體驗江西紅軍的生活，認識他們的戰鬥環境，

從而為寫作《中國紅軍在前進》積累素材。接下來的「因為這裏也是荒山野嶺，有著密佈的

熱帶叢林」、「只要山上沒有道路，外來的軍隊是無法發現道路的」幾句則表明，兩人是有

意遠離遊客聚集的牯嶺療養區，進入叢林密佈、道路複雜隱秘的山地深處的。這為她們接

觸、採訪紅軍隊伍創造了條件。而「只有當地的紅軍在當地農民幫助下才能找到道路」一句

至少說明，索尼婭和史沫特萊在牯嶺療養期間，即使沒有親自接觸到紅軍，也清楚地知道，

牯嶺附近有紅軍活動。綜合上述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1932年夏天，史沫特萊至少採訪過

牯嶺附近的紅軍。但是，就維爾納所說的「每天下午跑很長的路」而言，這種活動很可能是

有組織的、事先安排好的小範圍接觸，而不大可能是對紅軍隊伍的大規模實地採訪。

中國大陸公開聲明史沫特萊採訪過江西蘇區的刊物是「孤島」時期的《文匯報》文藝副刊

《世紀風》。1938年2月11日－3月21日35，《世紀風》連載了由美懿翻譯的《中國紅軍在前

進》前三篇短文〈耒陽城上〉（"From the Walls of Leiyang"）、〈李貴之死〉（"The

Death of Li-kwei"）和〈探子〉（"Scouts"）36。之後，譯者美懿因共產黨員的身份暴露，

離開上海到了蘇北解放區，連載中斷。3月21日，《世紀風》在該期譯文後面登了一則簡短的

附言：「《中國紅軍行進》原文不止這一點。茲因譯者美懿先生離滬暫告結束，即希望讀者

見諒。」37。這個附言由主編柯靈執筆38。美懿為這個連載寫了題為〈關於《中國紅軍行

進》〉的前言，其中第二節是這樣的：

外國記者熟悉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並曾親入蘇區的主要有二人，其一就是史沫特萊。

她最先進入中央蘇區，《中國紅軍行進》就是她在蘇區裏所親見的有血有肉的記錄；另

一位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斯諾，他是第一個走進西北蘇區的人，《西行漫記》是他的代表

作39。

美懿是梅益常用的筆名之一，是「梅益」的諧音衍變40。梅益是長期為《世紀風》寫稿的中

共黨員作家之一41，1938年春，他除了翻譯了《中國紅軍在前進》的部分篇章之外，還著手

將英譯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譯為中文42，並參加過愛德格‧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的

翻譯工作43。

這裏的問題是，史沫特萊究竟採訪過江西蘇區的哪些地區，《索尼婭報告》和梅益的說法並

不一致。只要查看一下江西省地圖，就不難發現，當時的中央蘇區遠在贛西南一帶；而史沫

特萊和索尼婭避暑的牯嶺，作為廬山風景區的一個組成部分，地處贛東北的九江地區。如果

以《索尼婭報告》為準，那麼在國民黨軍隊對蘇區實行大規模封鎖和「圍剿」的情況下，史



沫特萊根本不可能「每天下午」從牯嶺出發去採訪中央蘇區，況且這也無法解釋，她訪問的

是牯嶺附近，而《中國紅軍在前進》通篇卻圍繞以贛西南的東固地區為中心的中央紅軍來

寫。如果以梅益的說法為準，上述問題則可迎刃而解。但是，就筆者手頭掌握的資料來看，

中國大陸學者論及史沫特萊到過江西中央蘇區這一事實的資料，僅有上引《文匯報‧世紀

風》一處，屬於孤證。1937年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 1937，1938

年中譯本將書題譯為《西行漫記》)一書開篇就稱，「自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第一個蘇維埃

在湖南省東南部茶陵成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穿過那道長城，再回來報導他的經

歷。」44

既然梅益在翻譯《中國紅軍在前進》的同時，也參加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翻譯，為甚

麼他在《文匯報》上的說法與斯諾本人的說法大相徑庭？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梅益通過甚麼

途徑得到《中國紅軍在前進》的英文版本？他又是根據甚麼資訊，在《文匯報》上公開稱史

沫特萊採訪過中央蘇區？在找到進一步的史料證據之前，魯特‧維爾納的《索尼婭報告》作

為事件親歷者的回憶錄，其中敘述史沫特萊在牯嶺活動的內容，是不能輕易否定的。此外，

維爾納在這部回憶錄中明確指出，當她帶著兒子到達牯嶺時，史沫特萊已經在那裏渡過了5周

時間45。史沫特萊在這5周內的行蹤如何？她是否在這段時間秘密採訪過中央蘇區一帶？看來

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梅益從1980年復出到2003年去世前的20多年時間中，曾數次撰

文或在接受採訪中憶及翻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紅星照耀中國》等書的一些細節，卻

對翻譯《中國紅軍在前進》一事緘口。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也曾簡述了翻譯《鋼鐵是怎樣

煉成的》和《紅星照耀中國》的過程，但仍然隻字不提他1938年為《文匯報‧世紀風》翻譯

《中國紅軍在前進》的事實46。這是由於遺忘、主觀上認為此事無足輕重，還是有所規避？

筆者認為，澄清史沫特萊是否到過江西蘇區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如果梅益所說屬實，即

史沫特萊確曾採訪過江西中央蘇區，那麼是她，而不是斯諾第一個將紅色中國介紹給了世

界。值得注意的是，史沫特萊在《中國紅軍在前進》中所記敘的中央紅軍發展壯大的過程，

並非是堅守新聞報導的實事求是原則的「有血有肉的記錄」，而是抹除了蘇區肅反擴大化的

災難性後果，創造了「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所以，這部作品不僅在實際上成為王明時期

中共中央政治宣傳的傳聲筒，而且為江西蘇區的「左」禍提供了佐證。

與史沫特萊不同，斯諾在1936年夏、秋之間訪問保安時，紅軍已經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

堵截，完成了長征，並且開始在西北地方迅速發展壯大。因此，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

書中向世界描繪的紅色中國，是一個由於獲得了再生力量從而蓬勃向上的嶄新社會。就此而

言，釐清史沫特萊是否訪問過江西蘇區的事實，就不僅僅是爭論「是史沫特萊還是斯諾第一

次將紅色中國的真相介紹給世界」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他們兩個分別將甚麼樣的紅色中國展

現在世人面前，誰的寫作更能體現紅色陣營對自身形象期待的問題。因此，我們暫且假

設，1938年的梅益，由於長期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和工作，不瞭解江西蘇區的實際情

況，認為《中國紅軍在前進》是「有血有肉的記錄」。1978年以後，在由「三S研究會」推動

的史沫特萊、斯諾研討熱潮中，中國大陸論者普遍同意，《紅星照耀中國》是第一部報導紅

色中國的著作47。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梅益要繼續堅持史沫特萊親自訪問過江西中央蘇區的

觀點，他就必須回答：《中國紅軍在前進》對中央蘇區的書寫是否真實？當然，實際情況到

底如何，取決於切實而充分的史料依據。在新的證據被發現以前，本文只能暫時將這個問題

擱置下來。

總之，「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與史沫特萊以江西蘇維埃運動為物件的作品之



間存在著內在關聯。這種關聯體現為：以茅盾、馮雪峰等共產黨員為首的「左聯」領導人號

召「左聯」作家創作蘇區題材的作品，響應江西蘇維埃運動；他們的主觀願望和這種願望在

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矛盾，最終是通過中國共產黨向史沫特萊提供江西蘇區資訊、由史

沫特萊憑藉她的美國公民和左翼作家身份完成《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得以解決的。而史沫

特萊本人為第三國際工作的身份、與 「左聯」文藝陣營中的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的交往，則使

她很容易接受「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主張。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中國紅軍在前

進》一書服從、服務於193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宣傳蘇維埃運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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